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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考察
———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为例

摘要：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前后开始，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超大型聚落，如石家河聚落

群、陶寺城址、良渚遗址群等，它们在各自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中国古代初期城市

的代表。本文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为例，讨论了二者所代表的两种城市营建形式，其中石家河

聚落群的营建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的形式；陶寺城址的营建则具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

即宫城（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它代表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市规划

思想，并对后代的城市规划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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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生产活动以非农业为

主、为区域中心的大型或较大的聚居地。中国

在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出现了大型聚

落，还出现了城堡。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史

前城址总数超过60座，规模有大有小，其中除

了极其少数特大型聚落，大多不能定性为城

市。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前后开始，黄河中

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国家形态，聚落

演进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少数聚落在各

自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具体

表现为聚落规模超大 （上百万平方米或数百

万平方米，面积甚至与后来商周时期的都城

规模接近）、功能多元、有高等级大型建筑、高
规格或特殊文物等有别于普通聚落的超常特

征，这些特点已具有初期城市的一般特点，这

种大型聚落可称为中国古代初期的城市。考
古发现的这类大型聚落有汾河河谷的陶寺城

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聚落群、长江

下游附近杭嘉湖平原的良渚城址、山东日照

两城镇城址和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等。其中

陶寺城址、石家河聚落群分别为黄河中游、长
江中游初期城市的代表。这些初期城市是怎

么发展起来的，在功能和区划上具有怎样的

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

地位，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文以陶寺城

址、石家河聚落群为例做具体分析，就上述问

题作进一步讨论。由于现今对两城镇、良渚、
石峁城址的布局、内部结构缺乏较详细的了

解，这里暂不讨论它们的营建问题。
城市的营建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实

施的，有相对稳定的功能和结构，其形态与城

市所在地理环境、性质、规模、发展进程等要

素相关联。像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这类

历史上的城市，今天所见只有考古发现的埋

藏于地下的遗存，对于这类城市的营建作详

细的动态考察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尽管这

些城市在长时段内或许有一些变化，但一般

牛世山 杨婧雅

（北京 100701） （上海 200433）

作者：牛世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婧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江汉考古 2019.5/总第 164 期

47



图一 石家河聚落群分布图

（ 据石家河考古队 ： 《 肖家屋脊 》 图二改制 ， 文物出版社 ， 1 9 9 9 年 ）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以城市的规模、功能、
环境等为视角，以其二维平面形态为对象作

静态考察。

一、 石家河聚落群与陶寺城址的

基本信息和平面布局

（一）石家河城址与石家河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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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1 6 公

里的石河镇西北土城村（图一），城址所在的

石家河聚落群主要分布在镇北土城乡境内，

绝大部分位于东、西二河交汇的三角地带，石

家河古城城垣围住的部分只是石家河聚落群

的核心部分[ 1 ]。
1 9 9 0 春和1 9 9 1 年春的调查发现，石家河

镇以北海拔3 0 ~ 4 5 米、约8 平方千米范围内，古

代遗址的分布十分密集，很多遗址之间的文

化堆积没有明显间隔，以谭家岭为中心，外围

分布着数十处遗址[ 2 ]。当时初步判断城址建于

屈家岭文化时期，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虽
然整个聚落群分为城内、城外两个区域，但一

些城外的聚落距离城垣、城壕并不远，还有一

些则大致与城址的兴衰同步。而这个范围以

外，仅零星分布少量遗址，所以石家河聚落群

被视为一个大型聚落群体。此后经过对城内

外的多次考古发掘尤其是1 9 9 2 年对城西北角

的邓家湾[ 3 ]、2 0 1 1 年对三房湾东南的南城垣中

段解剖发掘[ 4 ]以后，明确石家河城址建于屈家

岭文化晚期，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晚期 [ 5 ]，2 0 1 4 ~
2 0 1 6 年在城中部发掘的谭家岭城址，年代属

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始建年代或早至油子岭

文化晚期 [ 6 ]。2 0 0 8 年调查显示，在石家河大型

聚落形成之前，这里在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聚

落只有1 处，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明显增多，

多达1 6 处，石家河文化时期大增，达3 3 处[ 7 ]，此

后聚落地点的数量大减，这为观察石家河聚

落群的兴衰过程提供了明确证据。综合来看，

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城为核心的聚

落群才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所以下文有关

石家河聚落群的讨论中，只涉及石家河时期

的遗存。
1 . 石家河城址

石家河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约为

1 2 0 0 余米，东西长约1 1 0 0 余米。其中南城垣西

段呈东西向，在三房湾东侧与黄金岭南侧间

有一个长4 0 0 米的缺口。1 9 9 2 年对邓家湾遗址

北部的勘探和发掘，进一步证实了石家河古

城北城垣的存在。2 0 1 1 年3 ~ 4 月在南城垣向东

的延长线上、今三房湾东南低洼地带的发掘、
钻探，确认三房湾东南向东到黄金岭南一线

4 0 0 米的低洼地带也存在城垣，向西与南城垣

西段相接，东经蓄树岭遗址南部与黄金岭一

线的东城垣相连。至此，石家河古城城垣基本

得以确定。2 0 1 1 年对南城垣的钻探和发掘，可

知南城垣为东北—西南走向，而不是原先估

计的东西向。由此可见石家河古城平面大致

呈菱形。这样，城内面积要重新计算，应该不

足百万平方米，但它仍然是长江中游地区已

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古城。
（1）城垣

1 9 9 0 ~ 1 9 9 1 年调查所见，西城垣南段及南

城垣西段保存较好，东城垣中段也比较清楚，

北段则被晚期的土城破坏。部分地段城垣底

宽5 0 米、顶宽1 5 米、顶面距环壕底部深6 米左

右，系由生黏土分层堆筑而成，各层一般厚1 0
厘米左右，经简单夯打。墙体坡度甚小，仅2 5 °
左右，即使考虑到后期冲刷坍毁的因素，从三

房湾的剖面分析，它的原有坡度也是比较小

的。1 9 9 2 年发掘城垣的西北角内的邓家湾地

点，所见此地带北墙体宽约2 5 ~ 3 0、残高2 . 9 米。
2 0 1 1 年在三房湾东南发掘的南城垣所见，这

一带残存宽度约3 0 ~ 3 5、残高1 . 5 米。
（2）城壕

1 9 9 0 ~ 1 9 9 1 年调查所见，最宽处达8 0 ~ 1 0 0
米，窄的地方也有4 0 ~ 6 0 米。环壕底部多有较

厚的一层黑灰色淤泥，为当时长期水淤所致。
（3）城外人工墙体

2 0 0 8 年在城壕以外的南部、西部和西北

部外侧还发现有一圈断续的长条形土岗。通
过2 0 1 4 ~ 2 0 1 6 的考古工作确认，城外的西、北
部有两条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状堆积，其中

内侧的一条位于城外西北角的黄家山—严家

山一线，外侧的一条位于鲁台寺—扁担山—
三星台一线；城外一条位于东北面京山坡—
毛家岭一线。

2 . 城内外不同性质的聚落点

2 0 世纪5 0 年代，为配合石龙水库干渠，调

查并发掘了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和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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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四个地点，其中三房湾就在后来发现的城

内南部，其他地点距离南城壕也不远。发掘所

见，这一带遗址分布广泛，堆积丰富，是一处

大型遗址群落，其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延

至周代[ 8 ]。1 9 9 0 ~ 1 9 9 1 年调查所见，城址东南角

一带的蓄树岭、杨家湾等地堆积基本连接成

片，所以起初认为杨家湾也在城垣内。石家河

聚落群的两次系统调查都是将城垣内外的所

有同期遗存视为一个时空上的整体，关注城

垣外围遗址与城内遗址的关系，这也是学界

的主流认识。所以，讨论石家河城址的营建，

不能仅着眼于城址本身，还要充分关注城垣

外的聚落。
有关石家河聚落群的功能区划，除有关

考古报告和简报外，很多学者对此有所涉及

或专门作过分析[ 9 ]。由于迄今对石家河聚落群

的考古工作所获信息有限，除了少数地点作

了发掘，其他地点大多限于考古调查，所以有

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下面按照有关田野

考古工作，依照发现的遗迹及其功能对几个

主要工作地点的信息作大致的讨论。
（1）普通居址

这类性质的建筑遗存，在城内外多地都

有发现。
谭家岭地点为学界关注重点[ 1 0 ]。它位于石

家河古城内的中西部，呈东西长、南北短的长

条形，面积约1 2 万平方米，这里居于城内中

心，地势也最高。调查所见，从地表暴露的文

化堆积情况来看，谭家岭台地南北两侧较低

处散布有大面积的灰土文化层，北与邓家湾

文化层相连，南与三房湾、蓄树岭文化层相

接。台地顶部耕地下是连接成片的红烧土建

筑堆积。发掘所见，这里主要是屈家岭文化时

期（“谭家岭第四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谭

家岭第五期”）的遗存，遗迹主要是房址、墓葬

和灰坑等。在谭家岭台地东部，2 0 1 5 年发现石

家河文化时期的建筑台基1 座 [ 1 1 ]，平面形状呈

长方形，南北长1 3 . 1、东西残宽1 1 米，残存面积

约1 4 4 平方米。
另一处重要地点是肖家屋脊[ 1 2 ]。这处台地

位于城外东南，经过多次发掘，发掘面积较

大，揭露的现象比较丰富、全面。屈家岭文化

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遗迹有房屋、灰
坑、排水沟、露天灶和墓葬等。房屋基址多残

破，但据残留现象看，房屋一般成组集中分

布，有的围成院落。如F 1 5、F 1 3、F 3、F 2、F 5 几座

共同组成“凹”字形院落，南北接近4 0 米。其中

F 1 5 为单间房，F 1 3 似为三开间以上的多间房

屋。肖家屋脊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三处墓地，

每处包括1 0 ~ 2 0 座墓葬。其中东南区墓地，有2
座石家河早期墓葬，这处墓地位于F 1 5 等组成

的“凹”字形院落外的西南角，两者之间应有

一定关联。这种以建筑群落与附近墓地构成

的单位是石家河聚落社会中最小的家族一级

单位。从整个肖家屋脊6 7 0 0 平方米的发掘范

围内至少发现3 个以上这样的墓地看，这里是

一处至少3 个家族单位组成的聚落 [ 1 3 ]，表现为

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特点，这与商周时期常

见的家族生活方式是相似的。
在南城垣东段外不远的罗家柏岭，2 0 世

纪5 0 年代经过调查发掘 [ 1 4 ]，遗址面积达5 万平

方米。这里清理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建

筑群，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偏西北部有一组

东西向双开间台式建筑，长1 4、宽4 . 2 ~ 5 . 5 米，

距它南面1 4 . 5 米处的东南部还有一组略小的

建筑，似为三小间，两者的方向一致；两组房

址西侧有一道长3 9 . 5 米的墙将两者连接，组成

了一组建筑群。
在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发现有房址、墓

葬、灰坑以及明确的祭祀类遗存 [ 1 5 ]。其中墓葬

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共1 0 0 余座，分土坑竖

穴墓和瓮棺两类。此外发现有2 座房址，一座

明确属于祭祀遗迹，另一座残破，性质不明。
这里的信息虽然相对有限，但既有一定规模

的墓地，或许会有居址，这里可能也是一处居

民点。
黄金岭上也发现建筑遗存。黄金岭顶部

三个分立的小土包应当是三组建筑废弃后的

堆积，这些建筑直接建于城垣上，生活垃圾则

倾倒于城垣内侧的西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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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 1 9 9 1 年代调查所见，蓄树岭、杨家

湾一带与黄金岭和三房湾延续过来的文化层

相连，两地的遗存也是连续的，所以1 9 9 0 ~
1 9 9 1 年代调查认为南城垣在杨家湾东北与黄

金岭的西城垣相接。2 0 1 1 年在三房湾东的发

掘和钻探确认，蓄树岭位于南城垣内侧，杨家

湾则居于南城垣外、蓄树岭的对面。蓄树岭地

表及断面所能见到的遗迹现象是大片连续的

红烧土堆积，岭上南北两个较高的地方可能

为两处集中的建筑区。杨家湾台地上两处较

高的地方也分布着一些连续的红烧土堆积。
杨家湾绝大部分文化堆积年代在石家河文化

早期，蓄树岭也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堆积。
（2）特殊性质的遗存

城内邓家湾、城西的印信台等地还发现

功能独特的非生活类建筑及附属遗存。
邓家湾遗存是性质明确的祭祀遗存。这

里发现有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套缸”祭祀遗

存，即将陶缸套接成列地摆放在地上，比较完

整的有两组，其中最长的一列有陶缸2 3 件。
“套缸”遗迹附近的1 7 个灰坑以及其他堆积物

中还发现上万个陶塑小动物，个体不大，一般

为5 ~ 1 0 厘米，造型十分生动，有人、鸟、鸡、狗、
羊、兔、龟、猪、象、虎和猫头鹰等十余种，这些

动物类陶俑可能作为祭祀中的祭品来用。这
些陶塑品的来源耐人寻味，有学者认为，它们

应该是邓家湾本地生产的[ 1 6 ]。
在城西濠外的印信台，发现5 座石家河文

化晚期的建筑台基以及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

棺、扣碗、扣缸等遗迹，推测这里是进行祭祀

活动的特殊场所[ 1 7 ]。
（3）制陶手工业区

1 9 9 0 ~ 1 9 9 1 年调查发现，位于南城垣内侧

的三房湾有石家河文化的堆积层压在城垣内

坡上。这里的堆积中发现有非常多的红陶杯，

在大约9 0 × 7 5 平方米范围内，埋藏的红陶杯数

量可能在数万乃至数十万只以上。这种特殊

现象显示这里并非普通生活居址。2 0 1 6 年，又

发掘出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

缸等遗迹，确认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

窑场。
有关石家河聚落群的基本信息大致如上

所述，可知一些比较明确的信息。综合有关考

古发现和研究可知，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

聚落群，除了有明确的以房址、墓地构成的居

民点外，其他独特的功能区还有祭祀场、三房

湾的制陶手工业作坊等，还有学者认为，邓家

湾附近应有陶制品的专业生产地[ 1 8 ]。与中国各

地同时期的聚落相比，石家河聚落中发现的

生活类建筑的规模小，缺乏大型建筑，如研究

者普遍关注的城内谭家岭一带，这里位置相

对居中，聚落的延续时间也最长、规模最大，

但建筑级别不高，很像为普通居民所有 [ 1 9 ]。这
到底是城址中还没有发现高级别的大型建

筑，还是因为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

内部分化不显著，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如

何，还需要今后做更多工作。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石家河聚落群的

营建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第一，城市的建设以原屈家岭早期的谭

家岭城址为中心营建。石家河文化时期，谭家

岭城址已废弃，在外围堆筑起包含更大范围

的大型城垣。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内建设空

间明显不足，城东南部出现跨越城垣、向城外

扩展的现象。调查和发掘所见，从邓家湾到谭

家岭、蓄树岭一带，文化堆积特别是红烧土建

筑遗存堆积几乎连成一个整体，显示这一带

空间被完全占用。城东部的黄金岭、蓄树岭地

段的城垣上出现石家河文化的建筑房址，从

城东南的蓄树岭跨过城垣到城外的杨家湾、
罗家柏岭，红烧土建筑堆积也很密集；这些地

点时代明确的建筑遗存是石家河文化早期

的。这些迹象显示，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

河城内的居民区扩展到了城东垣上，因此出

现了在城垣上建造房屋的现象，而且形成了

居民区向城外拓展的态势。
第二，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城外聚落、

聚落群，这也是对外扩展城市建设空间的表

现。调查报告认为，城外聚落可分为多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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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陶寺城址位置示意图

（ 据何驽 ： 《 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 图三改制 ， 《 三代考古 》 （ 三 ） ， 科学出版社 ， 2 0 0 9 年 ）

群。城北的胡家湾、周家湾、晏家新场和晏家

光岭等几个遗址可划为一小群，城西有枯柏

树、谭家港、堰兜子湾等为一群，城东北有毛

家岭、王家台、敖家全、榨锅坟头为一群，东南

部因地表后期堆积太厚而情况不明，也可能

是单独的一群 [ 2 0 ]。由于南城垣的确认，重新审

视可知，南城垣外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等地，

这一带堆积基本连接成片，这里或可能为独

立的一组，它是距离城垣最近的一组。
第三，城外各聚落，除了具有普通居民点

的功能外，有的地点具有比较独特的功能性

质。如毛家岭遗址采集到大量红陶钵，同样的

器形1 9 8 9 年在谭家岭发掘区也收获颇丰，而

在其它遗址无论发掘品还是采集品均没有这

两个遗址多；枯柏树后的台地上曾采集到大

量彩陶纺轮，这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常见之

物。比照性质明确的三房湾红陶杯制陶作坊，

那里或许有产品较单一的制陶手工业作坊。
第四，城外聚落的发展不平衡。像城南面

的肖家屋脊地点，据充分揭露的信息，它的聚

落规模很大，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发展得更大。
但像城北周家湾、胡家湾、晏家新场和晏家光

岭等几个地点，虽然共处于一个大冲湾边缘

的岗地上，但各自总体面积、以红烧土堆积所

标示的建筑区面积，相互之间并没有连接成

片，遗址面积均远小于城内及较城垣更近遗

址[ 2 1 ]。
（二）陶寺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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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城址 [ 2 2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

的塔儿山西麓，处于陶寺村、中梁村、宋村和

东坡沟村之间（图二）。地貌东南部高，向西北

逐渐低缓。城址按时代分为早期和中期两个

时期，分别属于陶寺文化早、中期。延续自早

期城址规划的中期城址外有郭城，内有宫殿

建筑区（新确认为宫城[ 2 3 ]），城内各功能区划比

较清晰。总体布局是宫殿建筑区（宫城）居前

（偏东北），其他功能区居后 （偏西南）[ 2 4 ]（图

三）。
（1）郭城

中期城址的郭城已发现三面城垣，即东

图三 陶寺城址布局示意图

（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 ： 《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 基址 2 0 0 3
年发掘简报 》 图一改制 ， 《 考古 》 2 0 0 4 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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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Q 4、南墙Q 6、北墙Q 2 ，走向都较直，大致围

成圆角方形。城垣方向不是一般所见的正方

向，而是与正方向偏离4 5 ° 左右，其中南墙Q 6
与北墙Q 2 平行、相对，东墙Q 4 与南、北墙的延

长线夹角在 9 0 ° 左右。东墙Q 4 最宽，宽 8 ~ 1 0
米 [ 2 5 ]。由这些外郭墙围起的郭城面积，最初认

为在2 0 0 万平方米以上 [ 2 6 ]，后确认城址东西长

约1 8 0 0、南北宽约1 5 0 0 米，面积约2 7 0 万平方

米；另加上中期小城的面积，陶寺文化中期城

址总面积约为2 8 0 万平方米[ 2 7 ]。据笔者推算，以

此城为圆角方形为基准，南墙Q 6 与北墙Q 2 间

距1 7 5 0 米；西墙没有发现，以南墙西端一线

（未到头，为宋村沟冲断）为西墙位置计，东、
西墙间距也有1 7 5 0 米，此范围的面积达3 0 0 万

平方米有余，由于郭城的城角为弧形的缘故，

郭城面积可从此数中适当减去一部分，再加

上城垣Q 5、Q 6 围起的中期小城（面积还有1 0 万

平方米），则陶寺中期城址面积有3 0 0 万平方米

以上，这是中国龙山时期最大的城址之一。
（2）宫城

宫城位于中期城址的前面 （东北部），呈

长方形，东西长约4 7 0 米，南北宽约2 7 0 米，面

积近1 3 万平方米，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

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

部分[ 2 8 ]。城垣内有数座大型建筑，规模宏大，可

与后代王都的宫殿建筑媲美。
I F J T 3 [ 2 9 ] 是这里的中心建筑，只残存地基

部分，但形状完整，平面大致呈正方形，四角

略向外凸出。边长约1 0 0 米，总面积约 1 万余

平方米。其上可见两座主体建筑，分居前（东

北）、后（西南）对称建置 [ 3 0 ]，面朝东北。出土了

当时少见的铜容器残片等珍贵文物，确证陶

寺中期城址的东北部是城内的最核心区。
I F J T 3 东南侧、西侧各发现一片夯土基址，面积

有1 0 0 0 ～ 2 0 0 0 平方米，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
I F J T 3 西北部有一片陶寺文化晚期的夯土基

址，面积约2 0 0 0 余平方米。
（3）特殊建筑

在中期城址南的小城内发掘一座形制较

特殊的建筑ⅡF J T 1 [ 3 1 ]，发掘报告称之为观象

台。它背靠背面的城垣Q 6 ，面向东南。残存基

础部分平面呈半圆形，由中间的台基和外环

的路基组成，总面积约1 7 4 0 平方米。在建筑后

部近城垣Q 6 处有一个圆点标记，围绕此中心

点之外的东、东南方向1 0 . 1 ～ 1 1 . 1 米处有弧形

夯土墙，墙体每隔一段有一垂直缝，共1 2 道，

将整段墙分割成1 3 段。透过1 2 道墙缝，视线正

好可共同聚焦于内部的圆圈标记上。
（4）普通居址

调查可知[ 3 2 ]，在郭城后部今中粱村一带有

普通居址，这里距核心建筑区约8 0 0 米。城内

的普通居民点肯定不限上述一处。由于资料

所限，有关城内普通居民区的信息还相对有

限。对于一个面积达3 0 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

址，尤其需要对城中、西部广阔区域作比较详

细的工作。
（5）仓储遗迹

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的仓储区，在中期

时仍然使用。从方位看，它处于中期城址的宫

城右侧。
（6）手工业作坊区

发现有制作石器、烧陶、烧制石灰的作坊

以及相关建筑遗迹。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

发现陶寺时期的遗迹，有中型和小型房址、灰
坑、灰沟、墓葬、陶窑、石灰窑等，临近地带还

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器半成品[ 3 3 ]。
一座中期的大型建筑ⅢF J T 2 平面为圆角

方形，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方向为北偏

西4 5 ° 左右。南北最长约4 7 米，东西残宽约2 8
米，面积1 3 0 0 余平方米。联系到前述的陶窑、
石器半成品、灰坑、墓葬等遗迹，它或与附近

的手工业作坊有关。
石器作坊：在城内西部发现了数量较多

的石器半成品，这里当有制作石器的场所[ 3 4 ]。
制陶作坊：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钻探

发现陶寺时期遗迹，除中型和小型房址、灰
坑、灰沟、墓葬外，发现陶窑l 3 座，附近有操作

坑及活动面。可知这里的制陶作坊相对集中。
在城东北部、今大南沟东头之东发现陶窑5
座[ 3 5 ]，似也有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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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信息可见，像城内西南、西部的手工

业作坊有的一定规模，成片分布，似乎是有意

安排的，它们位于中期城址的宫城的后面（西

南部）。
（7）墓地

在城南的小城内西部近北墙Q 6 一带钻

探出墓地，清理了2 2 座。其中大墓一座，即Ⅱ

M 2 2 [ 3 6 ]，口部长5、宽3 . 6 5、深7 米。墓内有丰富的

随葬品，诸如玉钺、戚、琮、璜、玉石兵器、玉兽

面以及成组的彩绘漆木器（豆、觚形器）和彩

绘陶器（簋、大圈足盆、深腹盆、折肩罐、圆肩

盖罐、双耳罐）等，无疑具有礼器性质。随葬有

1 0 具完整的猪骨，还有半剖者以及猪下颌，显

示墓主相当富有。这些证明墓主为高级贵族。
附近还清理陶寺中期的中型墓4 座、小型墓2
座。它们如同大墓一样，在陶寺晚期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有的几乎被扰乱一空。
另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钻探发现陶

寺中期的墓葬[ 3 7 ]。估计城内的墓葬和墓地不会

限于这两地。
（8）道路

在小南沟边和中梁沟崖边进行考古调查

发现有零星的路土；据地质专家分析判断，纵

贯陶寺早期城址南北的大南沟—南沟、纵贯

中期城址的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很可能是

大路 [ 3 8 ]。在中国的黄土地带，道路经雨水冲蚀

不断下切而产生“路在沟中”的现象是非常普

遍的；黄土路历经长期冲刷，就会逐渐形成深

而宽沟壑。横穿陶寺城址的南北向大沟，其中

赵王沟—中粱沟位于核心集中区一侧而非横

穿，如果比照后代城市中干道的位置与走向，

在此条沟的位置与走向上原有一条道路，也

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总体来看，陶寺城的建设以宫城为核心，

城内各功能区划建置有序，城市的建设空间

以圆角方形的外郭城垣为边界。

二、 石家河聚落群、 陶寺城址的

营建方式和规划思想

古今城市的营建，首先要考虑选址问题。
陶寺城址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背依东南的

塔儿山，前出（西北方向）7 千米即为汾河。城
址坐落于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台塬

上，东面紧临一条汾河的小支流南河。据考

察，南河在陶寺文化时期就已存在 [ 3 9 ]。可见从

环境选择角度来看，陶寺城的选址具有近山

临水的特点，其中近山更重于临水。因为如果

选址更近于汾河，当然更会有水利之便。但陶

寺城并没有建在更近于汾河的地方，而是在

汾河的一条小支流旁，这种选址可能更多地

考虑到防洪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群位于石家

河镇北东西二河交汇处，这里是从北部大洪

山的山前剥蚀低丘向平原低地的垄岗过渡地

带，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聚落群所在微地

貌相对高程虽然不是太大，但地形颇为起伏

崎岖，前出不远即为地势更低、河湖密布的平

原。可见石家河聚落群的选址与陶寺相似，也

更重视防洪方面的因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管子》“乘马”篇总结城市的选址时说：“凡立

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

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可见，石家

河和陶寺先民基于非常朴素的认识，对聚落

的选址是很成功的。
石家河城址与陶寺城址在建筑技术、平

面形态等方面既存在相似因素，也具有明显

差异。如果将其放在城址所在的历史和文化

背景下，可见两个城址的一些特点具有那个

时期的一般性。
从建筑技术看，石家河城址的城垣堆筑

而成，墙体宽大，约3 0 米左右；夯层不明显，结

构较疏松，土质不致密。城垣不论外侧还是内

侧都比较缓，坡度在2 5 ° 左右。陶寺城址墙体、
大型建筑都为板筑而成，土质明显致密；墙体

显得较窄，如外郭墙体以最宽的东墙Q 4 计，宽

8 ~ 1 0 米。这两种建筑技术是当时流行的筑城

技术，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土质相对干燥，基本

用版筑，南方地区土质湿度大，普遍用堆筑[ 4 0 ]。
从城址的平面形态看，石家河城址的形

态为菱形，石家河城址的西城垣大致为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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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向；陶寺城址以陶寺文化中期的完整形

态为代表，平面为圆角方形，城址有两个角的

对角线大致为南北向，另两个角的对角线大

致为东西向，整个城址、建筑面向东北，城址

的方向为北偏东4 5 ° 左右；两座城址的城角有

明显的弧度，后代城市的城角多见折角。两座

城址的这些特征表现出商代以前中国早期城

址的一般性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铜石并用时代 （公元前

3 5 0 0 ~ 公元前2 0 0 0）的城址已经发现的数十座，

按分布地域可分为大致可分为多个群组[ 4 1 ]，即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四

川盆地、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高原等区。平面

形态多样，有圆形、矩形（包括方形），四边形

（包括菱形）等，但以圆形和矩形（包括方形）

为多。有学者认为 [ 4 2 ]，这个阶段城址是更早阶

段环壕聚落的发展，其中时代偏早的平面多

为圆形，年代较晚的有方形或矩形，似乎存在

过一个从圆变方的过程。综观中国古代城市

建设史，方形（实际是矩形）几乎是中国历史

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

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城址以方形为多的情况

说明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晰

的是中原地区。这个认识是很有道理的。
从聚落角度看，整个石家河聚落群是以

城址为核心、城址与周围的聚落共为一体的

形态。以新确认的城垣计算，城垣内面积不足

百万平方米，但整个聚落群达到数平方千米，

这个规模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由于城内

面积相对有限，居民点和其他功能区除了城

内有少数几个地点外，大量的分布于城外、围
绕城址的周围，地点有数十处之多；聚落群以

外的聚落地点明显稀少，与聚落群距离也较

远。陶寺城址城内面积3 0 0 万平方米以上，这

个规模比石家河城址大2 倍。但陶寺城址作为

一个聚落，它是一个基本以外郭城垣为边界

的聚落形态，与周围的其他聚落没有关系。系
统考古调查所见[ 4 3 ]，在陶寺城址周围所见遗址

地点仅有5 处，它们与陶寺城址有一定距离

（超过2 千米以上），从聚落的角度看，明显与

城址不属于一体。由此可见，石家河聚落群、
陶寺城址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

中国古代很多城市是有明确规划的，建

筑史学家对商周以来古代城市的规划深有研

究。有关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规划特点，这方

面的讨论还比较少。有学者认为，包括新石器

时代以来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态以方形为

基准，是古人“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 4 4 ]，有学

者对陶寺城址的布局思想作了宇宙观视野下

的哲学性思考 [ 4 5 ]。笔者也曾认为，陶寺城址布

局比较严谨，城市的营建之前有初始总体规

划，即有将宫殿区（宫城）置前、其他功能区置

后的总体安排，整个城市大致以郭城城垣为

外边界规划和建设，城市的功能区划严谨有

序[ 4 6 ]。具体建设过程是以陶寺早期所建的宫城

为基础，中期时建造了外城，城内各功能区也

逐步完善。相比之下，石家河聚落群缺乏明确

的总体规划，它是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的谭家

岭小型城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屈家岭

文化中晚期聚落开始扩大，以谭家岭为中心

的几个居民点外围筑起了城垣，城外散布着

十多处居民点；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内的空

间被充分利用，一些地带的几个居民点连为

一体，甚至出现东城垣上部被占压的情况；城

外的居民点更多达3 0 多处。石家河聚落群的

整体形态没有陶寺城址那么规整有序，内部

显得相对分散。所以，石家河聚落群的营建更

像是一种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的形

式。两者的差异说明当时城市的营建有着不

同的模式和道路。
像陶寺这种具有初始总体规划形态的城

址，颇引人关注。在陶寺以后，夏代的都城遗

址如新砦城址和商代的偃师商城、洹北商城

也是在这种规划思想下建设的。在周代，具有

这种规划模式的城址很多[ 4 7 ]，周代及以前的这

些城市规划实例是成书于战国的《考工记·匠

人营国》篇所蕴含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历史和

现实基础。这个规划模式的内涵为，城市建置

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有宫城（宫室）在内、
郭城在外；宫城（宫室）居前（商周时期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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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其他功能区据后（商周时期为偏北）等安

排，这种城市的布局严谨规整，各功能区建置

主次有序。如果考虑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

背景，汇聚成这个规划思想的主要贡献可能

来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
类似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石家河文化聚

落群，在商周时期也有可对比的例子，如夏代

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郑州商城、小双桥遗

址，西周的沣西遗址，东周的侯马晋都等，都

是通过不断汇聚人群和各类资源发展起来

的；汉代以后，城市大多建有外郭城垣，都城

级别的少有这样的城市建设模式，但中、下级

城市仍存在这种发展方式。
总之，通过对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的

比较分析，可知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既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与后代城市之间存在

着有机的联系。循着这些城市的踪迹，我们可

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演变

和建设的宏伟历史进程。
附记 ： 本文为2 0 1 5 年1 2 月在湖北天门召

开的 “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 0 年学术研

讨会” 提交的论文 ， 本次刊发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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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Early Chinese City Construction: Taking Shijiahe Settlements and Taosi
City Site as Examples

Niu Shishan (Beijing 100710)
Yang Jingya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is essay shows how Shijiahe settlements and Taosi city site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forms of city construction. The Shijia river settlements show a building process beginning with a central
city and proceeding outward, at random, into surrounding areas. The Taosi city site had a clear and com-
plete plan envisioned as a whole. The palace resides in the front and other functional regions are placed
behind. This represents the city planning ideas from the Huaxia cultural realm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
gions and had a major impact on later city planning.

Keywords: Shijiahe settlements, Taosi city site, early cities, cit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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